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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理论深化和法治经验逐步总结与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批

判性地传承传统法治思想和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历史延续过程，大致遵循了从萌芽到形成、从非理性到理性、从

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从这层意义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历史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

既内含古代中国法治思想萌芽的历史沉淀，也包括西方法治文化适应中国国情和民族特征的中国化改造过程，更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致力于法治国家建设的努力探索和奋斗历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一个历史与

现实、外来和内生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个不断揭示和践行人类法治文明内在规律和永恒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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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或者法治文化历

史演变轨迹中去追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起

源，不管是从时间界限还是从内容变化上来看，

其逻辑主线均呈现出比较清晰的一面。中国历
史上出现了两次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一次乃春
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法治思想，第二次乃近现代中

国法治思想从法治的意义、价值等核心问题上实
现了对第一次的根本性突破。［1］在此基础上，国
内学者又把“第二次突破”阶段的中国百年法治
文化的演进历程分为此起彼伏、相对独立的三波
法治文化大潮: 20 世纪初期开始涌现，前后经历
了 50 年左右的国家主义法治理念; 20 世纪 80 年
代初逐渐兴起，持续 25 年之久的自由主义法治
理念; 2006 年正式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其中，国家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背景是
列国竞争、本质要求是救亡图存、基本目的是富
国强兵、主体意识是主权国家、制度框架是中央
集权;自由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

义、法理基础是权利本位、主体意识是个体优位、
空间观念是全球一体、时间观念是现代诉求; 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则包括了中国立场、实践取向、
法外之理、文明理据、文化安全等五个立足点。［2］

这一论断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比较客观地分析

了不同历史时期追求法治理念的不同价值取向，

从这层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则是一

个全新的法治实践进程。
如果以粗线条概貌方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文明历史演变逻辑寻根溯源的话，大致可以划

分为跨越时空属性的古代中国朴素法治思想长

期孕育、跨越阶级属性的西方法治文化全面引
入、中西法治文化价值观冲突和融合、社会主义
法治文明整体架构逐渐成型等四段逻辑发展过

程，这也基本呈现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思想源

头、先进文化基因和现实建设方向全貌。

一、跨越时空属性的古代中国
朴素法治思想的长期孕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封建王朝大一统治理模式下，古代中国显然
既不具备保障法治实施的政治统治基础，也不具

备推动法治产生的动荡不安社会条件，更不具备

培育法治文化所必需的发达商品经济基础。在
这种人治模式肆意横行的政治背景下，法治理念

自然难以在传统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即便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产生的以法家为代表的传统

法治思想和以儒家“德为先”为内容的法治观念
等，包含许多超越时空局限性、能够或多或少彰
显法治本质的朴素法治理念。抛开道德伦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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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因素，孕育于古代中国的一些跨越时空性的法

治思想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仍然具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比如对“礼法之治”的推崇、对执
法严厉性的强调、对执法者示范效应的注重、对
法律和道德手段有机结合的主张等。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往往基于人内心向善的

人性假设，重视对人性善的向往、弘扬、内化和改
造，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德治文化遗产。在始终占
据着统治阶级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弘扬和

传播下，在历史上一些开明封建王朝统治者尊崇

和推动下，古代中国法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刻上了

德治文明烙印。且不论充分暴露封建统治阶级
剥削本性的赤裸裸专政和刑罚手段，中国历史上

的所谓“明君”们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强调以德
治方式实现“仁政”，常常以道德修身养性为核心
内容的“礼法之治”掩饰法律残暴的一面，因而更
为注重发挥王朝统治者道德示范效应以教化子

民，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礼法之治”强
调以“礼”这种来自于经验的社会公认道德礼仪
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而不主张采取外部施加的法

律强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好处在于“礼俗的力
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
种秩序注意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
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3］( P79)

诸如“礼法之治”和“道德内省”这些儒家思想，实
质上体现出了一些最为朴素的法治原则，即一切

法律制度必须是体现道德正义的“良法”，执行法
律制度的官员必须是具备道德良知的“圣人”。
此外，“仁政”、“民本”、“礼法结合”等儒家思想
内容，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法治文明的理性特征，

融合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规范观、社会秩序观、
人本主义观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彰显了法治精神

的价值要求。
当然，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由于古代中

国天然缺乏古代西方法治文化孕育的政治前提、
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从而注定了我国传统社会

法治思想孕育路径、方式和内容等必然有别于西
方社会，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必定存在许多固有

缺陷。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社会就到处弥漫
着城邦国家你争我斗的战争硝烟，战争导致的频

繁人口流动，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动

荡，另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快速发

展。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社会迫切呼唤一种能够
弘扬自由贸易和合作的契约精神，以及能够维护

社会秩序安全的治理模式，法治由此应运而生。

与此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大多数时候置于一

种王朝大一统模式下予以统治，社会秩序大多数

时候比较稳定，加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十分发

达，长期孕育了一种经验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模

式，与西方市场化理性契约文化天然不合拍，这

就是为什么我国法治思想源流远不如西方悠久、
法治文化根基远不如西方牢固的根本原因所在。
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民众权利是法治的本质要

求，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古代中国法治传统是极

为缺失的，因为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眼里，“法”只
能是一种统治或者驾驭臣民的工具而已，绝不能

作为一种限制和规范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依据，

“法”只能服从服务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绝对
地位和至上利益。在这种完全背离了法治本质
要求的思维定式下，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皇权

或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讨论限制皇权以及其统率

下的各级官府权力几乎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这些“重刑轻民”、“官本位”的思想遗毒，至今仍
盘踞在部分干部群众的脑海之中，对当前的社会

主义法治文明建设实践显然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跨越阶级属性的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

区别于古代中国“碎片化”法治思想孕育路
径，古代西方社会由于具备推动法治实践的政

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
法治思想体系，同时也留下了十分悠久的法治文

化传统。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治理古
代西方社会动乱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是

促发西方法治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因。
早在古希腊时期，多如牛毛的城邦国家为了争夺

有限的领地和人口资源，常年战争不断，流血冲

突连连。为了不至于在无休止战乱中连同自己
一并消灭，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一
批西方先贤哲人，开始不遗余力地探索一条可以

有效创建和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法治途径，城邦

国家之间停火协议的纷纷签订也让法治产生了

实践的功效。其二，随着欧洲早期海上贸易的日
益兴盛，到了古罗马时期，欧洲商品经济就日渐

走向成熟，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公民权利和

义务的再平衡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就成为推

动西方法治文化迅速发展的另一大内在动因。
经过长期发展，西方法治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外延

不断变得扩大化和丰富化，尤其在许多政治理论

中包含着大量法治文化精髓，比如影响力极为广

泛的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公平论、正义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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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论、民主政治等理论内含着极为丰富的法治
思想，这些思想很快践行到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

构建以及法治实践过程之中，最终形成了成熟的

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尽管这套植根于西方的法
治文化体系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但同时

蕴含着大量揭示人类文明进步规律、彰显法治文
明永恒价值的文化成果，这些跨越阶级属性的成

果应当属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不应当只

是西方国家的独享品，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外部面临着西方
列强争先恐后的利益剥夺和领土瓜分，内部清朝

政府腐朽无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这种内
忧外患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

士怀着“救亡图存”的远大志向，先后到西方发达
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眼见为实的西方世界

繁荣市场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让这批仁人志士

叹为观止，促使他们很快找到了西方世界成功治

理国家与社会的秘方，那就是法治，西方法治文

化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大
批知识分子相继翻译西方法治文化的经典著作，

许多人开始极力主张以法治作为国家政治顶层

设计和社会改造的唯一方式，并且在少数开明官

员的倡议下，在一些局部领域尝试性推行法治实

践，但毕竟由于法治根本要义在于规范和限制政

府权力，伤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根本的法治显然

不可能在晚清王朝实施。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基于中
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巨大这

一客观事实，加之民族危机集中爆发和社会矛盾日

益积累，国内逐渐衍生出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否

定、推倒重来的极端思想，受这种思想束缚，国内对
西方法治文化出现了盲目崇拜心理，形成了一种片

面和狭隘的法治观，即认为必须通过全面批判我国

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为全面吸收和引入西方法治文

化扫清障碍，全社会普遍呈现一种“中国传统道德
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水火不相容”的悲观情绪。
一批学者极力主张把西方的“民主”、“法治”、“宪
政”思想连同西方国家的政治顶层设计一并生搬
硬套地移植到中国，在法治文明的具体建设途径

上，则极力主张要走西方资本化和市场化的道路，

通过彻底改造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农业文化，重构

一种以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为特征的法治文化，以

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尽管这些过激思想
从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的全面引入，但由于

没有充分考量我国特有的厚重人治传统、固有的政

治条件和现实的经济基础等制约因素，注定在那个

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里，植根于悠久民主政治传统

和深厚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法治文化难以在

近代中国落地生根。而且，事与愿违的是，当时这
种急于求成、“病急乱投医”的思想给国人带来的
不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反而造成了人性异化和

漠然，这种心理反而不利于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
此外，受限于近代中国政府派遣到西方世界

去取治国理政“真经”的这部分人相对狭隘的视
野，当时全面引入的西方法治文化更多地停留在法

律制度程序化设计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层面，较少关

注法治所内含的道德伦理价值，因而，不可避免地

有失偏颇。因此，尽管当时全面引入西方实证主义
的法律程序是必要的，但同时却不应该完全置我国

传统道德伦理文化于不顾，毕竟相比当时实证主义

盛行、道德伦理因素缺乏的西方法治文化，我国的
道德伦理文化传统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三、中西法治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和融合

产生法治思想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不同，

注定了中西方法治思想的巨大差异性，即西方法治

思想具有更多价值理性，而中国法治思想具有更多

工具理性。除此之外，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不
同时期的法治思想或法治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蕴

含，体现了法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不同程度。回溯
公元前 300多年以前的人类社会，法治理念就已成
为古代先贤们的崇高追求，古希腊著名学者柏拉图

主张以“良好的法律”教导和节制人们的行为，实
现社会和谐目标。中国古代法家代表韩非子则提
出“以法为本”思想。这些关于法治文化的思想雏
形，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由于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最终在人类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未能彰显人类法治文明价值的光芒。
比如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也主张依法治国，但他们更

多强调法律工具理性，认为法治只是一种服务于王

朝统治者的手段，只是维护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

“纲常”伦理秩序的基本工具，显然本质上都属于
人治范畴。同样，在欧洲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那段黑
暗时期里，法律一度充当维护宗教权势的助推器。
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即便中西方法治思想演变脉

络截然不同，但在某个轨迹点还是有许多重合之处

的，直到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西方法

治文化核心要义才逐渐转向对个人自由平等权利

的保护，法治所彰显的文明价值才逐渐呈现出来。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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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王朝统治历史，自此，西方法治文化向中国社

会的传播和灌输才具备了基本社会条件，中西法

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才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自辛亥革命结束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外部帝

国主义列强侵略不断和各个阶段政府腐败无能，

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停留于思想讨论层面。当时，在深重的国家和民
族危机面前，一批批有识之士前仆后继地追逐西

方法治文明，但由于整个国家都处在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状况，政府推动的法治实践根本无从入

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权为法治
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建国初期的法治理

论总结和法治实践探索，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的基本轮廓。此后一直到 1978 年改革开
放以前，由于我国传统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

力，系统化的法治实践始终难以保持可持续推

进，但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并没有因此而

中断。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倒退和
进步的循环往复，甚至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另一

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碎片化”的中国传统法治
思想与西方法治文化在冲突过程中交融，在交融

过程中冲突，同时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

懈努力下，马克思法学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

了一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成功经验; 再一方面，

体现现代文明进步要求的法治理念在一次次挫

折和教训中，逐渐为国人所认同和接受，从而为

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启动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注

入了不竭思想动力。
回顾中西法治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

如果说在融合中的冲突，其原因在于两种法治文

化演变轨迹的完全不同，那么在冲突中的融合，

其原因在于两种法治思想的优势互补特性。西
方法治文化内容相对缺乏的道德伦理因素恰恰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而我国在法治实践过程

中体现得较为不足的以尊重程序正义为核心的

法律实证主义，却恰恰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优势所

在。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不仅要继续发扬我
国传统德治文化优势，同时也要适应性地改造

“实证主义”和“程序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法治文
化基因，这正是中西法治文化有机融合的最大动

因。从古至今，我国一直强调以道德自律方式修
身养性，以此作为法律强制手段的有益补充。法
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曾经就这么看待中国的传统

道德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
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

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

德”。［4］( P452)从这层意义而言，道德和法律正是通
过政治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国古代道德文
化十分繁荣，而法治思想往往是依附于道德文化

予以发展的，一般认为法治前提在于通过道德规

范和约束实现人的内心向善，保证法律有效实

施，从而实现德治和法治的有机契合。在实证主
义主导下，西方国家则往往致力于法律制度制定

和实施的一般程序和具体环节的精巧化，以此实

现法律制度的程序正义。中西法治文化的冲突
和融合，还内在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即西方对中

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吸纳和融合。有学者曾经指
出，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想和新理论，来

自于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新思想的结合，

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
观、博爱观，在西方还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
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
来源和依据。［5］由此可见，西方法治文化同样被
打上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标签。因而，中西法
治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绝不是“你吃了我或者我吃
了你”的零和博弈过程，而应当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双赢博弈过程。
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一方面要加强实体正义

和程序正义等法治设计，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德治

方式培育人的内心向善，实现一种内在约束和外

在强制的有机结合。对属于西方法治文化所追
求的权力相互制衡、维护自由平等、保障公民权
利等核心价值，应当做出既能传承我国传统道德

文化精髓，又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

征，还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要求的中国化解

释和运用。

四、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的逐渐成型

如果抛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孕育的历史前

缀，固然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演变轨迹

的起点定位于 1949 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式成立，
但显然不能因此而割裂过往历史的法治思想沉

淀和西方法治文化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只有真

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演变的这条逻

辑主线之中，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历史演变的

整个逻辑结构才能清晰而完整地呈现出来。当
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的逐渐成

型，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

展历程中完成。与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形成过程
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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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经历了一个探

索———倒退———再建———逐步完备的曲折过程，
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

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规律的不断揭示和

认识深化过程。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
主义法治文明进步过程，实质上就是跨越时空性

和跨越阶级性的中外古今法治思想与时俱进，融

入中国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逐渐符合社会主义

本质要求的现代化过程。
在包括法治理念、法制体系、法治方式等在

内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逐渐成型的整

个历程中，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期是影响力极为重

要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的许多基本法律
法规都是在法制体系几近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其成果的最大体现和标志性事件是 1954 年宪
法的制定和实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

国家领导集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领导

和推动作用。但 1957 年以后由于“左倾化”的扩
大，尤其是此后“十年”文革期间，人治模式主导
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建国初期好不容易建

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

坏。从某种程度而言，“文革”时期对法律权威的
任意践踏，是传统人治思想的全面反弹，那时上

至政府下至全民对法治的认识很难突破人治的

桎梏，自上而下难以推动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另一层面而言，十年“文革”期间由对法制

体系的破坏和对法律权威的践踏而导致的惨痛

教训，给 1978 年全面启动的“摸着石头过河”社
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了一部现成的反面教材。
翻看这部反面教材，促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

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反思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弊端，重新认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文
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国家发展何去何从的重
要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明确指出“民主和法制，
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都不足，要加强民

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
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6］( P189) 并针对社会
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做
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6］( P147)正是这些关于法治的重要论断全面
拨正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航向。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市场
化改革的重要关口，整个国家和社会环境都处在

快速变迁的历史阶段，对法治文明秩序的要求显

得愈发迫切。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1997 年党
的十五大适时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次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重要目标。1999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文明总体框架的基本成型。这一时期，党和
国家领导人就依法治国总体要求，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讲话，比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

志就明确指出: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的 制 度 化、法 律
化”。［7］( P28)这就更进一步把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
想具体落实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
进入 21世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各行各业

得到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渐完备，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基本得到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法治

文明内涵进一步得到拓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

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法
治观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要内涵。这
些可从胡锦涛同志一系列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中

得到体现，比如在 2005 年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
时，他明确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法治是以和平理念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
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睦相
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

和维护”。① 可以说，21 世纪开局的十余年，不管
是从内涵还是从其外延来看，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都

得到了有效的深化和拓展。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进程不断加快，法治精神在全社会不断得到弘

扬，国家各项工作全面实现法治化状态，社会主

义法治文明建设重心越来越转移到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的“三位一体化”，中心任务愈来愈落脚到“依法
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8］同时，社会主
义法治实践也越来越强调价值层面法治理念、静
态层面法律制度和操作层面法治技术等“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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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全面进步和整体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的讲话中就
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加
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
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要全面落实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过程，严禁
侵犯群众合法权益”，①这一论断全方位地指明了
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全面建设阶段的基本目标与

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具体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
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②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提出，表征着社会主义
法治文明的整体架构由此而基本成型。
从前期文明养分的消化吸收、法治文化的中

西贯通，从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初步探

索到此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挫折历程，再到改

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建、发展、成
熟等各个阶段，大致勾勒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历史演变逻辑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整体架构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得以最终成型的，

任何割裂过往历史的做法，都难以全面理解社会

主义法治文明价值内涵。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价
值内涵几乎涵盖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所有环节

和所有方面，不仅包括法律实施主客体的法治素

养及法治实践过程或结果的文明状态，更包括法

治体制、机制、方式、技术等方面的文明理性。经
过历史逻辑的内在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至

今，大致形成了如下体现文明内涵的价值追求:

坚持党的领导、把法治奉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尊
崇法律至上权威、追求文明理性秩序、强调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弘扬公平正
义、以人为本、服务民生，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方位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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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Civilization of Ｒ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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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theory deepening and experience summary and promo-
tion，but also one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absorbing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General-
ly speaking，it follows this course of development: from germination to formation，from the non － rational to rational，from immature to
mature． In this sense，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law civilization has its inherent logic process，with the bud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pl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egal culture to adapt to Chinese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Besides，it is the efforts and
struggle tha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devoted to building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short，
China's socialist legal civilization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externality and internality，as well as continuous rev-
el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nherent laws and eternal valu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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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9 月 5 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的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